
 

陈欣：大限电背后的博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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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陈欣 

煤炭供给侧改革用力较猛和可再生能源的稳定性不足等因素影响，造

成电力供需短期矛盾加大，失去平衡。此外，我国加强对能耗强度和碳排

放指标的考核也引发地方政府对“双高”企业限电、限产。因此，本轮全

国大限电说明我国电力系统利益相关者的复杂博弈未达平衡。国家借此优

化电价机制，完善能源供应结构，有助于“先立后破”达成“双碳”目标。 

 

继 2020 年 12 月浙江、湖南等地南方区域发生了近年来较为少见的限

电现象后，2021 年我国又出现了更大范围的限电现象。第一轮限电自 5 月

开始，出现在云南、广东等部分南方省份，引发工业企业限产；第二轮限

电于 9 月开始，波及全国大量省市，规模更大、影响更严重。在南方的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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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、江苏等制造业大省份纷纷针对高耗能企业乃至于普通企业进行限电、

限产，而北方的山东、吉林、辽宁等省份的限电情况更为突出。尤其是辽

宁等东北多地从9月23日开始，出现了用电高峰时段突然拉闸限电的情况，

不光是限制了工业生产，还已影响到居民生活和城市运转，乃至于引发安

全生产事故。 

中国电源及电网企业的技术能力雄踞世界前列，多年来为全国提供着

持续、可靠的电力供应。为何近期开始多次出现大规模限电现象？ 

实际上，此轮全国大限电体现我国电力系统利益相关者的复杂博弈未

达平衡。 

东北用电缺口不平衡 

国家电网对此次东北电网电力供应持续紧张的解释是，“受电煤紧缺、

火电机组停机容量大、新能源发电电力偏小和电力负荷增长等因素综合影

响”。 

东北三省整体上发用电量并不平衡，此次大限电中辽宁省的压力最大。

由于工业最为发达，2020 年辽宁省的用电量为 2423.4 亿千瓦时，在全国

处于第 12 位；而黑龙江和吉林的用电量却居于倒数第 6 位和倒数第 4 位，

分别仅有 1014.4 亿千瓦时和 805.4 亿千瓦时。而辽宁省的发电能力不足，

属于电力净调入省份；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一般都是电力净输出省份，例如

2020 年黑龙江的净送外电量就达 100.4 亿千瓦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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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体来看，2020 年东北三省合计具有 163.9 亿度电力缺口，主要从

内蒙古调入补充。2021 年夏季，东北电网因高温导致用电负荷上升，尤其

是在 7 月 28 日的缺口凸显电网运行事故风险，也是依靠跨区电力调度的支

持才得到化解。 

此外，东北近年来大力发展再生电力系统，但水、风、光电由于自然

条件的限制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。以风电为例，东北三省风电总装机大约

达到 3500 万千瓦，但在限电期间风电出力不足装机容量的 10%。 

据媒体报道，近期用电紧张期间，辽宁省的火电出力仅为装机容量的

一半左右，9 月 10 日起就采用有序用电措施，至 22 日已经对非居民启动

了 9 轮有序用电。但由于部分企业的有序用电未能执行到位，最大错避峰

仅达到 243.7 万千瓦。9 月 23 日，辽宁面临更大电力缺口，各种调整手段

用尽后电网频率依然过低、存在崩溃危险，最后才被迫紧急实施电网事故

拉闸限电。 

东北工业用电量整体并不高，多年来拉闸限电相当罕见。此次限电事

件较大程度上影响到居民生活和城市公共设施，引发了极大社会关注。 

供给侧改革驱高煤价 

此轮全国性大限电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占电力供应 70%以上的煤电出

力不足。当前还在传统用煤淡季，全社会电煤库存就处于历史低位，9 月

28 日动力煤期货合约的价格已突破 1300 元/吨，而实际市场价格还要高得



 

 - 5 - 

多。中国煤炭储量相当丰富，产能充沛。目前动力煤的供给不足实际上是

国家对煤炭行业长期实施供给侧改革的后遗症。 

在“黄金十年”期间，经济的高速增长拉动全国煤炭产量从 2002 年

的 13.8 亿吨增长至 2011 年的 35.2 亿吨。期间煤价还大约增加了两倍，

煤炭全行业利润从 2002 年的 23 亿元激增至 2011 年的 3246 亿元。 

如此暴利引发煤炭企业不断投资增加产能，其中仅“十二五”期间的

年均投资就近 5000 亿元。2012 年下半年后煤炭需求增速急转而下，2014

年、2015 年国内煤炭消费同比还有所下降。2015 年底，全国煤炭总产能

已达 57 亿吨/年，产能过剩高达 20 亿吨/年，导致煤价不断下行。以 5500

大卡动力煤为例，吨煤价格从 2008 年的近千元高点下落为 2016 年初的不

足 400 元。2015 年国内超过 90%的煤炭企业亏损。 

对此困境，国家自 2016 年初开始实施化解煤炭行业过剩产能的供给

侧改革措施，通过产能指标和安全手续等多种手段限制产能：要求大型煤

矿减产、限产，对中小型煤矿进行关停并转，同时严格限制新建煤矿。例

如，2016 年国家要求煤炭行业严格执行 276 天工作日和节假日公休制度，

并按此核定新的产能指标。此外，出于安全生产的角度，煤矿企业在全国

两会等重要日期附近也可能停产。这一系列制度都使得煤炭企业仅能释放

有限产能。 

供给侧改革的效果相当显著。截至 2020 年底，全国累计退出煤矿约

5500 处，将煤矿数量减少至 4700 处以下，淘汰超过 10 亿吨/年的落后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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炭产能。2020 年我国煤炭产量达到 38.4 亿吨， 占全球产量超过一半。而

且，各地大量煤矿的退出使得全国煤炭产能向山西、内蒙古、陕西集中，

2020 年“三西”地区生产原煤 27.4 亿吨，占全国产量的 71.4%。2021

年上半年，全国生产原煤 19.5 亿吨，同比增长 6.4%，但煤炭行业的产能

利用率仅 72.8%。可见，供给侧改革是煤炭产能难以释放，煤价高涨的根

本原因。 

煤电博弈机制不畅 

自 2002 年起国家就停止发布电煤指导价格，探索煤炭的市场化定价

与重点合同煤价并行的双轨制。而对比起来，电力系统在建国后长期采用

计划经济体制。为了打破垄断、引入竞争，国家在 2002 年初提出电力体

制改革方案，其后逐步形成了厂网分开、主辅分离的格局。但电价的调整

涉及国计民生，国家的态度相当谨慎，电力系统仍然体现着较强的计划性。

因此，市场煤和计划电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。 

2004 年我国出台煤电联动政策，由省级政府核定当地的煤电标杆上网

电价，平均煤炭价格在一个周期波动超过 5%就进行上网电价的调整。该政

策的初衷是缓解煤电矛盾，但由于煤价在行业的“黄金十年”期间处于整

体上涨趋势，该制度出台后在实际执行时并不顺畅，产生了电价“联而不

动”的现象。发改委更多是以火电行业的盈利状况来进行调价判断。例如，

2011 年煤价大幅上涨导致煤电企业亏损严重，发改委才两度上调上网电价。 

随着2012年煤价开始下跌，重点合同电煤与市场煤价之差大幅缩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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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来了制度调整的空间。2013 年起，国家取消了重点合同以及电煤价格双

轨制，允许煤企与电企自主协商长协合同的价格。然而，没有了政府的直

接干预，在煤价下行期间火电企业往往选择采购更低价格的市场煤，并未

严格执行此前双方签订的长协合同。因为火电企业利润过于丰厚，国家直

接在 2013 年 10 月和 2014 年 9 月两度下调上网电价，最后在煤价最低的

2015 年才依据煤电联动机制两次下调火电上网电价及工商业用电价格。 

市场加行政降电价 

2015 年 3 月起国家借煤价较低、电力系统盈利较好之时推动了新一

轮电力体制改革，改革的思路是“管住中间、放开两头”。 电网企业依照

政府核定的输配电价收取过网费，放开竞争性环节电价，对社会开放配售

电业务。这样，发用电企业和售电公司通过直接交易或电力交易中心完成

市场化定价，打破跨区、跨省送电的固定价格壁垒，可以降电价、“降成

本”。 

2016 年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就达到 1.1 万亿千瓦时，占全社会用电

量的 19%； 2018 年交易电量就翻倍达到 2.1 万亿千瓦时，所占社会用电

量比重也增加为 30.2%。其中，2018 年煤电的市场交易电量已超过 1 亿

千瓦时，市场化率为 42.8%，平均电价为 0.34 元/千瓦时，较燃煤标杆电

价平均下浮 11.2%。 

对比起来，作为自然垄断企业的电网进行改革的力度相对滞后，存在

交叉补贴等复杂因素导致难以厘清其合理成本，全国平均输配电价由 20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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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不到 0.11 元/千瓦时翻倍涨至 2019 年的 0.22/千瓦时。国家在 2018 年

就开始推动降低电网环节收费和输配电价格，连续两年要求一般工商业电

价平均降低 10%。 

在降低社会用电成本的国家战略下，尽管 2016 年之后的供给侧改革

导致煤价大幅回升，但发改委迟迟没有启动煤电联动机制提升电价。为了

缓解火电企业经营困难，国家于 2017 年 7 月取消、降低部分向发电企业

征收的政府性基金及附加，借此电价结构的调整来提高上网电价。 

2018 年在经济发达的广东，煤电标杆上网电价约为 0.45 元/千瓦时，

而在煤炭资源丰富的甘肃省，煤电标杆上网电价才约 0.30/千瓦时。在燃煤

发电市场化交易规模不断增加、市场电价明显低于标杆上网电价的背景下。

2019 年 9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 2020 年初起取消煤电价格联动机制，

并将标杆上网电价机制进一步市场化，允许电价在燃煤发电标杆上网基准

价下浮原则上不超过 15%、上浮最多 10%。同时，国家要求“暂不上浮”，

确保工商业平均电价只降不升。2020 年一般工商业电价继续下降 5%。 

可再生能源解决消纳 

我国早在 2005 年就颁布了《可再生能源法》，在 2009 年又提出到

2020 年实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%的能源结构调整目标。 

为此，国家在“十二五”期间投资约 1.8 万亿元。2015 年，包含水电

在内全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接近 1.4 万亿千瓦时，占全社会用电量的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27441


